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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論文

基於認知的微博用戶聚類方法研究	
——以「湯蘭蘭事件」為例

周勝

摘要

為解決微博用戶屬性數據和評論文本數據較少甚至缺失情況下的

用戶聚類問題，本文提出了一種基於用戶認知差異的微博用戶聚類方

法：根據用戶在關注和轉發資訊源上的判斷和選擇，構建用戶和資訊

源的雙模網絡（two-mode network），通過雙模網絡中二部圖（bipartite 

graph）的切割，實現了用戶的聚類。採用譜聚類（spectral clustering）方

法，建立混合的關注和轉發兩級聚類處理方式，能夠有效區分不同認

知屬性的用戶群體，精準觀察資訊在社群中的傳播機制。以中國互聯

網上的一個熱點事件「湯蘭蘭事件」為例，介紹微博用戶聚類方法的操

作流程和評估標準。實際聚類結果表明：該方法在劃分群體規模和準

確性上，綜合性能較好，對於社交平台用戶的群體劃分、行為預測和

輿情分析，具有較強的實際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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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icroblog User Clustering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Sheng ZHOU

Abstract

Focusing on microblog user attributes and missing content data, a 

microblog users clustering method based on users’ cognitive differences is 

proposed. By referencing users’ selections and judgments regarding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they follow and forward, we can identify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roup members; we can also use this information to analyze 

users’ behaviors and attitudes while they are participating in various kinds of 

groups. On the basis of users’ perceived dissimilarity regarding microblog 

topics, a two-mode network comprised of user and media is built. The 

clustering of users is then realized by cutting the bipartite graph in the network. 

By applying the spectral clustering method to the hybrid mechanism of two 

clustering stages (i.e., followed topics and forwarded topics), we can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between user groups with different cognitive attributes; this also 

enables us to accurately observe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information 

within the community. Taking the Tang Lanlan event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specific operation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of the microblog user 

clustering method. Upon thorough consideration of the scale and accuracy of 

the group divi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propert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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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with use of the proposed clustering method. The actu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precis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for the 

purposes of group division, behavior prediction, and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of 

social platform users. 

Keywords: microblog user, two-mode network, clus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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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

微博作為資訊驅動型的社交網絡平台，通過關注機制，分享即時

的簡短資訊，具有傳播的高時效性和參與的開放性。截至2020年9

月，微博日活躍用戶達到2.24億，月活躍用戶5.23億，成為擁有大量

用戶群體、龐大信息量和廣泛社會影響力的媒體平台（新浪微博數據中

心，2021）。

用戶的聚類，是線上社交網絡分析的一個基本任務。將數量巨大

的微博用戶，按照特徵差異和相似度進行聚類和群體劃分，是實現社交

網絡的結構分析、用戶屬性和行為推測、用戶推薦和輿情監測等眾多功

能的前提和技術實現途徑，為線上網絡社區發現、用戶行銷、輿情態勢

分析、資訊源的定位等實際問題，提供分析工具。商業應用層面：席

運江、杜蝶蝶、廖曉及仉學紅 (2020)的研究成果發現，通過對企業微博

用戶群體進行聚類，了解用戶的分佈情況和興趣特徵，為企業提供針對

性的顧客關係管理和行銷建議，指導企業更好地發現用戶關注點，提升

微博行銷效果。社會治理層面：微博用戶群體的認知態度和行為動

機，對於輿情監測和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張春華，2012：106）。

根據用戶發佈的文本、傳播行為、用戶偏好、社交關係等資訊，採

用支持向量機、Logistic回歸、混合提升演算法（AdaBoost）等方法，對

用戶的年齡、性別、職業、情感、偏好和政治傾向，進行聚類、識別和

推測，已經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任薇、邱玉輝，2014；Huffaker, 

2010; Poell, Kloet, & Zeng, 2014; Zhao et al., 2012）。

根據社交媒體用戶基於認知層面的自定義標籤和社交網絡，可以實

現用戶聚類。Kosinski、Stillwell及Graepel（2013）利用Facebook用戶的
likes行為，預測用戶的人格特點、種族、宗教等用戶特徵。熊回香及

蔣武軒（2017）依據用戶標籤與關係網絡，採用K-means方法，對微博用

戶進行聚類。李運華、汪祖柱、葉燕霞及張星星（2016）的論文認為，

根據微博用戶的關注數、粉絲數、微博發帖數、微博轉發時間、微博內

容、轉發數、評論數、點讚數和微博網址，同樣採用K-means方法，可

以實現微博用戶的聚類。安璐及周亦文（2020）則從用戶特徵和文本特

徵兩個維度，構建指標體系，並採用兩步聚類提取微博用戶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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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微博用戶發帖的行為數據、文本資訊甚至表情符，可以推斷用

戶的年齡、性別、興趣和情感，實現用戶群體的屬性聚類。但實際應

用中，微博用戶聚類經常面臨用戶屬性資料缺失、微博文本資訊不足、

用戶行為信息缺失等現實問題：用戶在註冊微博帳號時，會被提示填寫

個人資料，但經常會出現用戶資訊填寫不全或不準確的情況。相當部

分用戶，僅將微博作為資訊獲取的管道，不定義個人標籤，很少甚至不

發佈評論（熊回香、蔣武軒，2017；McGregor & Vargo, 2017）。對於這

類用戶，常見的處理方法是直接忽略（李運華、汪祖柱、葉燕霞、張星

星，2016；林燕霞、謝湘生，2018）。而該類用戶實際上是互聯網新聞

的高頻重度用戶，佔互聯網新聞讀者的比例為15.3%，集中在70後群

體，35–44歲佔比達到76.8%（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2017）。因此，

只通過用戶微博的評論文本，來進行用戶聚類，會導致大量用戶遺漏，

使得聚類結果出現較大偏差。

針對微博用戶資料缺失、文本資訊不足等用戶聚類面臨的實際問

題，本文給出了一種基於認知層面的微博用戶聚類方法。微博用戶主

觀認知和使用動機的差異，會表現在用戶關注和轉發資訊源的行為上

的不同。聚類方法提取微博用戶接收、傳播資訊的認知特性和行為特

性，建立關注和轉發兩級聚類機制，構造用戶—關注、用戶—轉發的

雙模網絡，得到雙模網絡的鄰接矩陣，對鄰接矩陣進行聯合譜聚類，

區分出不同認知屬性的用戶群體，從而實現了微博用戶的聚類。

本研究旨在解決在社交媒體用戶信息缺失情況下的用戶群體劃分

的問題。提供的聚類方法，是基於用戶的價值判斷、利益訴求和情感

等「隱性態度」方面，不依賴用戶的個人認證信息和發帖的文本信息。

這種用戶群體聚類方法，可以提供一個分析角度，來觀察特定的認知

群體使用信息源的「隱性認知態度」與「顯性傳播行為」之間的關係。

這種聚類方法，可以壓縮和簡化龐大的微博社交網絡，降低網絡

規模。在對用戶聚類的同時，聚類方法對用戶群體關注和轉發的資訊

源，也進行了分割。在巨幅的社會網絡連接圖中，該方法為網絡群體

的定位和分析，提供了能夠主動聚焦的「放大鏡」，實現在不同分辨率

（resolution）下的信息傳播環境的觀測，可以發現進而理解微博龐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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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群體中的社群結構以及資訊傳播過程中用戶與資訊源之間的影響關

係，研究社交網絡中信息交互模式和集體行為特徵。

文獻綜述

微博用戶聚類方法

根據分析的數據是否擁有標記資訊，機器學習分為有標記的「監督

學習」和無標記的「無監督學習」。聚類屬於「無監督學習」策略中應用

最廣的一種分類方法。當待分析的數據的標記資訊是未知時，聚類可

以通過對無標記訓練樣本的學習，完成群體區分，並解釋數據的內在

性質及規律。

電子商務行銷領域的推薦機制，是聚類方法最為常見的使用場

景。將客戶和商品，基於商品內容的相似性或使用者消費行為的相似

性進行聚類，實現個性化精準推薦。

如何對微博用戶進行聚類，同樣是線上社交網絡大數據分析和機

器學習的研究熱點。但目前的思路和方法，局限在活躍用戶及顯性行

為，非活躍用戶及隱性認知態度是研究的一個盲點。相較於可以直接

獲取的微博用戶顯性資料，微博用戶的認知態度和行為動機隱於其

後，難以收集、量化和分析。如何分析只看不發言的「潛水用戶」以及

傳播行為背後的「隱性態度」，目前的研究是不足的（McPherson, Smith-

Lovin, & Cook, 2001）。
Quercia、Capra及Crowcroft（2012）認為Twitter上的議題和情感，

會吸引同類用戶聚集在一起。用戶往往關注那些與他們政治意見一致

的人們，而很少關注與其政治態度意見相左的資訊。Himelboim、
McCreery及Smith（2013）選擇了Twitter上10個有爭議性的政治議題，

用以對用戶群體聚類進而分析群體所表達的政治傾向。用戶在對信息

源的接收、篩選和再傳遞的過程中，也會將自己的個人認知和情感賦

予其中，吸引具有相同觀點和情緒的用戶（Hill et al., 2010）。

從傳播層面來看，用戶作為資訊傳播的中轉環節，其獲取和傳遞

資訊，並非被動地完全接受，而是具有相當程度的主動性。用戶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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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的關注功能，選擇自己認為可信、有用、符合個人價值觀的資訊

源，構建用戶自有的獨特的資訊來源管道。關注同一資訊源的用戶群

體，由於個體在年齡、性別、職業、學歷、社會經歷和價值觀的差

異，對資訊的認同和處理方式也會有所不同。Li、Dittmore、Scott、Lo

及Stokowski（2019）比較了Twitter用戶和新浪微博用戶在關注洛杉磯湖

人隊動機層面的不同，Twitter用戶側重娛樂和獲取球隊的技戰術指

標，而新浪微博用戶更注重獲取新聞資訊和表達粉絲支持。用戶轉發

資訊的行為，也能反映出用戶的興趣偏好和價值取向，代表了用戶對

資訊和資訊源的認可（許小可、胡海波、張倫、王成軍，2015：111；

Hughes et al., 2012; Xu et al., 2011）。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用戶選擇媒介、參與媒介傳播的行為，

實際上已經隱含了用戶的認知和動機。同類用戶社群有如下特點：社

群成員之間不一定存在線上和線下的實際聯繫，但關注或轉發相同的

資訊源，具有相似的價值認知、資訊獲取的動機和處理的方式。那

麼，基於微博用戶關注和轉發資訊源的不同類型，分析用戶從何處接

收資訊，認同哪些資訊，就可以有效地劃分用戶的類型。

用戶關注和轉發信息源的行為，實際上已經不自覺將自己劃歸到

某一群體中。用戶關注和轉發的信息源越多，呈現出的自身的身份、

興趣和認知也就越加清晰。

通過微博用戶關注和轉發資訊的行為，來實現微博用戶的聚類，

可以有效解決用戶屬性數據、文本數據和行為數據不足的現實問題，

可以合理推斷用戶的「隱性態度」。這是本文的研究思路。

微博用戶關注和轉發行為

微博用戶的多元分層結構，使得其資訊需求和傳播行為呈現出多

樣化。目前，對於微博用戶關注和轉發行為的相關研究，大多從話題

推薦、微博行銷、輿情監控等實際應用層面來展開分析。

Phelan、McCarthy、Bennett及Smyth（2011）通過分析Twitter用戶

訂閱的RSS新聞資訊源，提取出微博用戶感興趣的微博主題，進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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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新聞話題的智能推薦。智能精準推薦可以採用改進的協同過濾方

法，向微博用戶推薦值得關注的好友（姚彬修、倪建成、于蘋蘋、李淋

淋、曹博，2017）。林燕霞與謝湘生（2018）使用社會認同理論，解釋微

博用戶的關注行為，實現用戶所屬群體的分類，提取群體的特徵屬

性。Yun、Pamuksuz及Duff（2019）認為Twitter用戶個性與關注的品牌

的特徵之間存在一致性，能夠應用於品牌推廣領域。

對微博用戶轉發行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分析影響用戶行

為的因素和預測用戶的轉發行為（唐曉波、羅穎利，2017；Boyd, Golder,  

& Lotan, 2010; Peng et al., 2011; Petrovic, Osborne, & Lavrenko, 2011; 

Suh et al., 2010）。陳姝、竇永香及張青傑（2017）考慮了微博語義特徵、

數據形式、用戶特徵和用戶交互等因素，探究了這些因素如何作用於微

博用戶主觀層面，進而影響其傳播行為。丁緒武、吳忠及夏志傑（2014）

考慮情感因素對用戶轉發行為的影響。Abdullah、Nishioka、Tanaka及

Murayama（2017）分析了用戶在社交媒體上轉發災害資訊，是兼具了利

他和利己的雙重考慮。

上述研究說明，微博用戶受到微博文本、社交關係和自身主客觀

條件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兼具理性判斷和情感驅使，在關注和轉發資

訊源行為會出現群體間的差異。

用戶關注某個資訊源，可以認為是用戶對該資訊源的一種訂閱行

為。新浪微博的轉發設計，使得用戶在轉發微博信息的同時，可以選

擇是否對微博信息發表評論。轉發和評論行為具有天然的一致性。

從用戶動機角度來看，關注行為關聯到用戶個人層面的信息獲

取，轉發行為關聯到用戶社交層面的自我表達。從認知角度來看，關

注行為是用戶對信息處理的輸入端，轉發行為是用戶對信息處理的輸

出結果。

因此，從用戶的動機和認知角度，需要考慮用戶對關注和轉發資

訊源行動之間的差異。這些差異，從不同的側面更為完整地展示了微

博用戶的整體畫像。這是微博用戶聚類方法中綜合考慮關注和轉發用

戶行為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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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網絡分析方法

對於用戶的聚類分析，可以採用社會網絡的分析方法（Barsade, 

2002; Castellano, Fortunato, & Loreto, 2009; Gomez et al., 2013）。傳統

的聚類方法，由於用戶屬性的缺失，難以構造出網絡的拓撲結構。利

用微博用戶關注和轉發資訊的行為，可以建立關係的連接，從而形成

網絡：網絡中的點代表受眾和資訊源；網絡中點與點之間的連接線，

代表用戶與資訊源間的關注和轉發關係。通過全面描繪該網絡，能夠

發現網絡中的特定模式，追蹤資訊在網絡中的流動方式，發現特定的

連接關係和對應的子網絡對用戶的影響。

苑衛國、劉雲、程軍軍及熊菲（2013）以新浪微博中普通用戶和名人

用戶兩類用戶的雙向關注網絡為研究對象，探討了微博資訊傳播網絡的

結構、路徑及其影響因素。袁園、孫霄凌及朱慶華（2012）利用網絡分析

方法，進行整體微博信息網絡分析、內部子結構分析和角色位置分析，

進而從微博關注數據中挖掘用戶關注對象的分佈及對象間的關聯性。

微博用戶的資訊關注和轉發網絡，是社會網絡的一種特定的形

式。Sun等（2009）使用RankClus聚類框架，實現異質網絡的用戶聚

類。譜聚類方法，是聚類和社區群體發現的經典算法，效率較高。社

會網絡分析是網絡結構的分析，它的分析單位是連接關係。這種連接

關係，可以轉化為網絡的鄰接矩陣。譜聚類方法的「譜」，指的是鄰接

矩陣的特徵值和特徵向量。譜聚類方法，是通過鄰接矩陣的特徵值和

特徵向量，將代表用戶的網絡中的點，劃歸到某一特定類別。

建立微博用戶資訊網絡，並對其進行二部圖的譜聚類，這是本文

研究微博用戶聚類的具體方法。

微博用戶的聯合譜聚類方法

聯合譜聚類方法原理

社會學利用網絡科學理論來描述社會網絡。社會網絡中的一切實

體或事件均可稱為行動者（actor），在網絡圖中以節點呈現。模（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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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為行動者的集合，模數表示行動者集合類型的數目。由一類行動

者集合與另一類行動者集合之間的關係構成的網絡，稱為雙模網絡

（two-mode network）。利用微博用戶關注和轉發資訊的行為，可以建立

雙模網絡。從圖論的角度來看，雙模網絡是典型的二部圖結構。

微博用戶關注他人的微博號，轉發他人的微博資訊，建立資訊接

收和分發的聯繫，形成了兩個雙模網絡：用戶—關注網絡和用戶—轉

發網絡。每一個模代表一類實體，分別是：微博用戶和關注資訊源、

微博用戶和轉發資訊源。

圖一　微博用戶與關注資訊源的雙模網絡

如圖一所示，該網絡是一個6個微博用戶關注8個資訊源的雙模網

絡。用戶與轉發資訊的雙模網絡，如圖二所示。與關注資訊源不同，

微博用戶有時會轉發自己的資訊，不是嚴格意義的二部圖。簡化起

見，我們將轉發自身資訊的用戶，轉換為另一個鏡像用戶，依然保留

二部圖結構。

圖二　微博用戶與轉發資訊源的雙模網絡

在雙模網絡中，一個模集合的聚類形成，是由於這個模集合中的

個體共同與另一個模集合中的集合相連接。在微博用戶—關注資訊

源、用戶—轉發資訊源的雙模網絡中，興趣相同的用戶更傾向於接收

相似的資訊，認知相同的用戶更傾向於轉發相似主題和內容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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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微博用戶的關注和轉發行為的研究，目前的處理方式，或者

是將關注和轉發不加區別地統一劃歸到微博用戶行為類別（田占偉、王

亮、劉臣，2015），或者是割裂開來，將轉發劃歸到微博用戶行為類

別，而排除掉關注行為（劉繼、李磊，2013）。只考慮轉發行為的處理

方式，是出於實用層面的考慮，更關心資訊大規模傳播的後果，目的

是誘導或者限制用戶對相關資訊的傳播：促使社交媒體話題的傳播擴

散，可以帶來網絡營銷的商業價值；採取有效的輿論管控和輿論引

導，可以限制網絡群體性事件的廣泛傳播。

綜合考慮關注和轉發兩種不同形式，是基於微博用戶認知的考

量：某些用戶雖然主動接觸大量資訊源，但並不熱衷表達自己的觀

點，很少評論和轉發資訊；有些用戶雖然關注同一資訊源，但認知態

度可能截然相反；還有的用戶關注大量不同類型資訊源，發帖均為轉

發資訊。這類用戶往往出於商業行為，成為各類資訊的中轉站，對資

訊沒有任何個人的意見和態度。

根據網絡的整體拓撲結構，對雙模網絡中二部圖的頂點進行分

割，劃分出不相交的集合。圖一和圖二中的虛線，表示了二部圖的分

割。這種劃分，可以同時得到用戶和關注資訊源的集合、用戶和轉發

資訊源的集合：通過微博用戶與關注、轉發資訊源的聯結關係，可以

將微博用戶{u1，u2，u3，u4，u5，u6}分為{u1，u2，u3}和{u4，u5，u6}

兩類，將關注資訊源{f1，f2，f3，f4，f5，f6，f7，f8}分為{f1，f2，f3，f4}

和{f5，f6，f7，f8}兩類， 將轉發資訊源{z1，z2，z3，z4，z5}分為{z1，
z2，z3}和{z4，z5}兩類，其中{u1，u2，u3}類用戶，關注的資訊源類是
{f1，f2，f3，f4}，轉發的資訊源類是{z1，z2，z3}；{u4，u5，u6}類用戶關

注資訊源類是{f5，f6，f7，f8}，轉發資訊源類是{z4，z5}。

二部圖採用經典的最小割集的方法，可以得到高效求解，但所得

的解往往是不平衡的，有的集合可能只包含很少的頂點，甚至只有一

個頂點。如果將微博用戶與轉發資訊源都進行最小化切割，因為微博

用戶u1只轉發一個資訊源 z1，微博用戶的聚類結果為：{u1}和{u2，
u3，u4，u5，u6}，轉發資訊源聚類結果為：{z1}和{u2，u3，u4，u5}，如

圖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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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微博用戶與轉發資訊源的最小化切割

與圖二的分割比較，圖三的最小化切割沒有考慮到用戶與資訊源

的特定的轉發關係，對於分析用戶群體的認知和傳播行為沒有實際應

用價值。源於圖劃分問題的譜聚類方法就是尋找一種切割方法，可以

將圖中的頂點分割成若干不相交的集合，在兼顧集合規模的前提下，

儘量切割最少的邊（Von Luxburg, 2007）。聯合譜聚類，採用了規範化

割集準則，在保證切割邊最小化的同時，避免了如圖三所示的只包含

一個成員的小聚類群體的現象。採用聯合譜聚類方法，可以有效解決

切割不平衡的問題，並能同時得到用戶及其關注資訊源、用戶及其轉

發資訊源的聚類。
K-means聚類方法，是聚類中最常用的算法。其基本原理如下：設

定聚類的個數為K，隨機確定K個初始點為質心，計算各頂點到這K初

始點之間的距離。通過距離計算，為每個頂點找到最近的質心，將其

分配到該質心對應的類別中，同時該類質心的位置會根據新分配進來

的頂點位置進行調整。這個過程反覆迭代，直到誤差收斂或達到最大

運算次數。K-means聚類方法效率快，但聚類的對象只針對同類頂點，

只能實現單一的用戶群聚類或者資訊群聚類。

譜聚類方法原理如下：由雙模網絡生成對應的鄰接矩陣，採用多

維向量方法，對鄰接矩陣進行降維。將鄰接矩陣的特徵向量分量作為

新的參考系，把網絡中的所有頂點映射到一個新空間，使得原始網絡

在新的空間中更容易被劃分（Charu, 2016, p. 93; Tang & Liu, 2010; 

Trivedi & Dey, 2016）。

根據用戶名稱和用戶關注集，建立以用戶名稱為行，用戶關注集

元素為列的用戶—關注鄰接矩陣Ag，建立以用戶名稱為行，用戶轉發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2).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189

基於認知的微博用戶聚類方法研究 

集元素為列的用戶—轉發鄰接矩陣Az。以Ag每行元素的和，作為對角

矩陣的對角元素值，得到用戶關注連接度矩陣Dug。計算Ag每列的元素

的和，得到對角矩陣Dvg，即關注集連接度矩陣。依此方法，得到用戶

轉發連接度矩陣Duz、轉發集連接度矩陣Dvz。

規範鄰接矩陣Ag、Az，並對規範後的鄰接矩陣Ãg，Ãz進行奇異值 

分解。

鄰接矩陣的規範方法為：

Ãg ＝Dug
-1/2

Ag Dvg
-1/2                            （1）

Ãz ＝Duz
-1/2

Az Dvz
-1/2                            （2）

對規範後的鄰接矩陣進行奇異值分解：

Ãg ＝UgΣgVg
T
 
                                （3）

Ãz ＝UzΣzVz
T
                                    （4）

將鄰接矩陣的特徵向量分量作為新的參考坐標系，把網絡中的節

點映射到新空間中，得到特徵向量Sg
(u)，Sg

(v)，Sz
(u)，Sz

(v)。

Sg
(u)＝Ug(1:k)，Sg

(v)＝Ug(1:k)                           （5）
Sz

(u)＝Uz(1:k)，Sz
(v)＝Uz(1:k)                            （6）

其中k值是待劃分的用戶類別數，可採用肘點法（elbow method）獲

取聚類數目。

由式（5）、（6），得到新空間的聯合聚類指標集矩陣Zg，Zz

對聯合聚類指標集矩陣Zg，Zz完成二級處理和K-means聚類。

Dug
-1/2

Sg
(u)

Dvg
-1/2

Sg
(v)Zg＝ [ ]

Duz
-1/2

Sz
(u)

Dvz
-1/2

Sz
(v)Zz＝ [ ]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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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用戶譜聚類的算法

微博用戶譜聚類的算法流程如下：

（1）爬取微博用戶資訊，獲取用戶基本屬性、傳播行為和資訊傳播

路徑。內容包括：用戶頁面的用戶認證資訊、關注資訊源、轉發資訊

源和轉發內容；用戶關注和轉發頁面的關注者或轉發者名稱、粉絲數

和個人認證資訊。其中的資訊源信息直接用於用戶聚類，而用戶和資

訊源認證信息、轉發內容用於後續聚類效果的檢驗。

（2）建立用戶關注集和用戶轉發集。收集用戶關注資訊源和轉發資

訊源數據，合併有重複關注和轉發的對象，得到用戶關注集和轉發

集。對於受眾的關注集和轉發集數據，考慮了三種不同的處理思路：

並集處理、交集處理和二級處理。並集處理是將關注資訊源和轉發資

訊源合併，剔除掉重複的資訊源，再進行聚類分析；交集處理是在用

戶關注的資訊源中選擇其中的轉發資訊源，即選擇關注集和轉發集的

交集。二級處理，則是先進行關注資訊源聚類，在此聚類基礎上，按

照轉發資訊源進行二次聚類。

需要注意的是，二級處理要考慮到總聚類數和各級聚類數之間的

關係。如式（9）所示，總聚類數目k與二級處理中的聚類數目k1、k2為

乘積關係。

k＝k1×k2                                        （9）

這三種處理方式是源於用戶對資訊源的使用動機來進行區分。分

析大量用戶關注和轉發行為，可以推斷：關注資訊源來自用戶對於職

業、生活和娛樂等方面資訊獲取的需要。轉發往往表示用戶在認知上

對轉發資訊的認可或否定。而關注該資訊源且轉發該資訊源，可以更

為明確地反映用戶的認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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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微博用戶二級聚類機制

如圖四所示，採用資訊源的二級聚類方法，分別考慮了用戶對資訊

源在關注和轉發上不同的使用目的和認知傾向，對於數據的運用更加充

分，可以有效識別用戶群體，更為準確定位影響用戶群體的資訊源。

三種處理方式，對應了不同的目標用戶群體。在對使用者行為資

料進行統計分析的基礎上，作如下推測：適合交集處理的用戶群體，

往往出於娛樂休閒動機，會關注大量的社交名人和娛樂明星，轉發明

星動態，關注的資訊源數量在500以上。普通微博用戶的關注上限是
2,000，這類用戶群體經常會開通微博會員，提高關注人數上限；適合

並集處理的用戶群體，偏重社會交往目的，不將微博作為主要的信息

獲取渠道，更關注生活層面，會在微博上記錄自己的日常經歷和感

受，關注線下真實的親朋好友，轉發朋友關注的資訊信息。這類用戶

群體關注或者轉發的信息源有限，關注數不超過100個，需要並集處

理，才能較為準確獲取用戶的認知；適合二級處理的用戶群體，有明

確的信息獲取動機。這類用戶群體對關注和轉發的信息源會有意識的

挑選，會關注行業專家和意見領袖，關注數一般不超過200個，中位數

在60個左右。

實際應用中，還需要考慮數據規模和處理效率的影響。當用戶關

注資訊源和轉發資訊源數量較少時，可以考慮採取並集處理的方式；

當用戶關注資訊源和轉發資訊源數量太大、設備處理性能受限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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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以考慮採取交集處理的方式；在資訊源數量足夠，並且處理性

能滿足需求時，優先考慮二級處理的聚類方式。

在上述三種聚類處理方式的基礎上，還可以將並集作為新的關注

集，交集作為新的轉發集，得到新的混合二級聚類機制。在後續的實

例分析中，比較了這幾種處理方式的性能。

（3）建立用戶—關注鄰接矩陣、用戶—轉發鄰接矩陣、用戶關注

連接度矩陣、關注集連接度矩陣、用戶轉發連接度矩陣、轉發集連接

度矩陣。

對建立的用戶關注集和用戶轉發集，分別應用聯合譜聚類算法，

得到聯合聚類指標集矩陣Zg、Zz。聯合聚類指標集矩陣Zg、Zz、的第一

列，無法提供有效的聚類資訊。從第二列開始，通過K-means聚類算

法，完成用戶與資訊源的聯合聚類。

與直接使用K-means聚類方法比較，譜聚類算法的優勢在於能夠同

時得到用戶群和及其關聯的資訊群，構建資訊源和用戶的異構的信息

傳播網絡，可以觀察到什麼樣的用戶關注哪類資訊源，為後續分析用

戶認知傾向和資訊源對用戶認知的影響，設定明確的群體傳播環境。

微博用戶聚類效果的性能度量

對於聚類方法，需要有性能指標來評估聚類結果的準確性。聚類

任務屬於「無監督學習」，訓練樣本的標記資訊是未知的。這種情況，

如何評估聚類效果的好壞？

聚類性能度量可以使用「外部指標」和「內部指標」兩種方式。將聚

類結果與某個參考模型或參考樣本進行比較，稱之為「外部指標」度

量；直接利用聚類結果，不依賴任何外部標註資訊或模型，稱之為「內

部指標」度量。

「內部指標」的評價原理是認為好的聚類情況下同一類的樣本彼此

近似，不同類的樣本會盡可能地不同。因此，比較聚類結果中同類用

戶的「類內相似度」和不同類用戶的「類間相似度」，可以衡量聚類的效

果。聚類效果越好，則「類內相似度」越高，「類間相似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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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指標可以採用DB指數（Davies-Boudin Index）來進行度量。

DBI= 1
k

k
i=1

max
j≠iΣ ( )avg(Ci)+avg(Cj)

dcen(μi, μj)                           （10）

其中：聚類結果劃分為C={C1, C2… , Ck}；k表示聚類數目；avg(Ci) 

定義為聚類第 i類內部平均距離；avg(Cj)定義為聚類第 j類內部平均距

離；dcen(μi , μj)表示第 i類中心點μi 和第 j類中心點μj 的距離。
DB指數值越小，表示「類內相似度」高，「類間相似度」低，聚類效

果越好。

表一　雙模網絡轉化的鄰接矩陣

z1 z2 z3 z4 z5

u1 1 0 0 0 0

u2 1 1 1 0 0

u3 0 1 1 1 0

u4 0 0 1 1 1

u5 0 0 0 1 1

u6 0 0 0 1 1

以圖二的微博用戶與轉發資訊源的雙模網絡，介紹DB指數計算方

法。根據雙模網絡，得到如表一所示的鄰接矩陣。通過鄰接矩陣，得

到u1的向量為 [1,0,0,0,0]，u2的向量為 [1,1,1,0,0]，計算二者向量的歐氏

距離，得到樣本u1和u2差異度量值。由此，可以計算出樣本間的平均

距離、聚類中心點和類間距。

假設圖二有兩種聚類方式：聚類方式1，分為{u1，u2，u3}和{u4，
u5，u6}兩類；聚類方式2，分為{u1，u2，u4}和{u3，u5，u6}兩類。由

式（10）得到聚類方式1的DB指數值為1.456，聚類方式2的DB指數值

為4.129。這說明第一種聚類方式是優於第二種聚類方式。

在實際應用中評估聚類效果，可以綜合應用兩種評估方式：聚類

算法設計和參數調節階段，可以選擇小樣本微博用戶，對其進行人工

標註類別，得到「外部指標」，評估聚類效果，便於算法的改進和參數

的調整。當算法投入大規模用戶聚類的應用環節，無法進行人工判定

時，就需要應用「內部指標」，作為聚類度量標準。同時，「內部指標」

還可以作為聚類過程中的優化目標，指導聚類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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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用戶聚類方法的具體應用實例

本節以2018年新浪微博用戶關於「湯蘭蘭事件」的討論，作為具體

對象，來驗證聯合譜聚類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並結合微博用戶的

實際情況，對方法作進一步的改進。

湯蘭蘭事件概況和數據收集說明

2008年10月，14歲的少女湯蘭蘭（化名）向當地警方舉報，稱自己

從6歲開始被父親、爺爺、親屬和鄉鄰等十餘人強姦、輪姦，時間長達

7年。2010年10月，黑河市中級法院判決了湯案，判處包括湯蘭蘭父

母在內的11人無期徒刑或5–15年有期徒刑不等。2017年末，湯蘭蘭母

親出獄，要求重審此案。

「湯蘭蘭事件」在網絡傳播和熱議，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

段：2018年1月31日，《澎湃新聞》和《新京報》的兩篇報導，列舉了案

件中的諸多疑點，將湯蘭蘭的戶籍資訊部分公開，提出要「尋找湯蘭

蘭」，引起了廣泛的爭議。「我不是謙哥兒」、「午後的水妖」等微博大

V，質問媒體動機，其觀點得到微博用戶廣泛的認同並迅速擴散，成為

微博輿論場的引爆點，「陰謀論」、「媒體審判」等言論成為了微博用戶

的主要觀點，澎湃記者和新京報評論員受到網上的各種批評和攻擊。

第二階段：2018年4月26日，中央電視台法治節目播出的「湯蘭蘭案再

關注」，針對涉案證據和疑點進行了報導，重新喚起了公眾的關注。第

三階段：2018年7月27日，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宣佈了湯蘭蘭案再

審的審查結果，駁回「湯蘭蘭案」原審被告人的申訴。在持續近半年的

「湯蘭蘭事件」中，幾百萬微博用戶，圍繞探求疑案真相、受害人隱私

保護、媒體職業操守等議題，觀點針鋒相對，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將「湯蘭蘭事件」作為微博用戶聚類的分析對象，有如下幾個理

由：選擇「湯蘭蘭事件」，是基於該事件傳播的廣度和深度的考慮。「湯

蘭蘭事件」是2018年中國大陸社交媒體傳播的熱點事件，傳播範圍廣，

相關話題的微博經常有百萬級的閱讀量、萬條的評論帖。話題獲得了

大量轉發，傳播層級多，有的單條微博的轉發傳播的最大深度高達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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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知微數據，2018）。作為聚類的對象，該實例有數量豐富、用戶類

型多樣的數據樣本可供分析。選擇「湯蘭蘭事件」，同時也是基於觀點

的平衡性和數據準確性的考慮。「湯蘭蘭事件」中，官方媒體、商業媒

體、自媒體和普通微博用戶能夠發表不同的觀點，並展開討論。雖然

有的觀點受到了微博用戶的批評甚至攻擊，但基本上不同觀點和意見

能夠平等、開放地出現在微博上。近年來，這種公共話題的多種觀點

呈現的現象已經不多見了。如果獲取的數據都是單一的評論立場和壓

倒性的觀點，則已經自然實現了用戶的篩選和聚類，無法有效衡量聚

類算法的性能。對於「湯蘭蘭事件」，微博用戶群體沒有出現一面倒的

主導性觀點，有利於檢驗聚類方法的效度；微博上對「湯蘭蘭事件」的

討論，不同於群體性事件和商業熱搜事件，較少受到輿情管控和商業

營銷因素的干擾，提取的評論資訊和用戶資訊較為準確和完整，有利

於檢驗聚類方法的信度。
Conover等（2013）分析了全美範圍內Twitter用戶中關於佔領華爾街

事件的關鍵字，發現跨州傳播的帖子中被強調的資訊主要涉及了該運

動的核心框架以及新聞報導主題。Twitter在集體敘事框架的構建過程

中，起到關鍵作用。微博公共事件討論中的代表性觀點，也可以通過

議題關聯與關係建構方式，進行媒體網絡議程分析（黃敏，2020）。

表二　代表性觀點的認知框架

觀點
認知框架

問題定義 A 因果解釋 B 策略或呼籲 C

1 事件存疑A1 冤案B1 尋找湯蘭蘭，追求真相C1

2 事件存疑A1 冤案B1 輿論監督、尋找疑點證據C2

3 侵犯隱私A2
職業操守B2、
專業能力不足B3

追責相關記者和媒體C2

4
事件存疑A1，
但侵犯隱私A2

專業能力不足B3、
媒體監督困境B6

回歸真相，聚焦案件本身C1

5
侵犯隱私A2，
鐵案A3

媒體和律師企圖翻案B4 輿論干擾司法，媒體追責C2

6
法治進程中的
客觀現象A4

法律框架內理性分析和
良性互動B5

良性互動、共同尋求真相C3

「湯蘭蘭事件」的代表性觀點，按框架效果可參見表二所示。各種

議題的代表性文章，參見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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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各種議題的代表性文章

議題

類型
文章標題

1
〈尋找湯蘭蘭〉

〈女孩被全家「性侵」被告喊冤10年還原案件始末〉

2
〈湯蘭蘭案的無盡疑點：口供、黃碟、陰陽B超單〉

〈湯蘭蘭案最詳細調查在此〉

3
〈澎湃新聞記者王樂，受害者的人血饅頭好吃嗎〉

〈湯蘭蘭不該找，媒體人該檢討〉

4
〈放過湯蘭蘭也放過記者，請回歸案件本身〉

〈怎麼評價澎湃對湯蘭蘭一案的報導？為什麼審判媒體是錯的？〉

5
〈記者和媒體可以監督公權，那誰來監督記者和媒體？〉

〈官方回應「湯蘭蘭」案：其母串聯他人借媒體炒作 企圖翻案〉

6
〈「湯蘭蘭案」終須回歸法治管道〉

〈面對「尋找湯蘭蘭」，我們應該怎麼辦〉

本研究共收集了新浪微博用戶在2018年1月19日到2018年7月 

27日期間發佈的評論資訊，包括有代表性的145篇報導，相關發帖
575,298條。刪去無意義的文本和表情符，保留10個字數以上的有效評

論，得到文本評論共計261,167條，其中第一階段評論138,852條，第

二階段18,103條，第三階段104,212條。

聯合譜聚類的應用

通過文本分析，選擇42名有代表性的用戶。我們先以這42名評論

用戶作為聚類對象，應用聯合譜聚類方法，完成用戶和關注資訊源、

用戶和轉發資訊源的聚類，並驗證微博用戶聯合譜聚類方法的可行

性，評估三種聚類方式的效果。進而，將聚類方法推廣應用到多階段

參與的6,737個用戶中，驗證演算法的有效性和魯棒性（robustness）。

選擇42名用戶的標準：用戶發佈的觀點涵蓋了表二的六種主要觀

點；用戶對湯蘭蘭事件有較高的關注度，在事件發生的三個階段都全

程參與評論或轉發。

抓取的微博用戶的關注和轉發的資訊源，均有相當部分是重合

的。這說明，對微博用戶進行聯合譜聚類方法，在理論上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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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用戶群體數量的增加，社交網絡也會隨之擴張，帶來用戶關

注和轉發的資訊源數量急劇增加，鄰接矩陣Ag、Az會成為大規模的稀

疏矩陣。因此，基於傳播層面和算法效率的考慮，只選擇粉絲數在10

萬以上的資訊源進行分析。粉絲數10萬以上的資訊源，總體數量較為

穩定。2013年的統計資料顯示：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中，粉絲數10萬

以上的大V用戶超過1.9萬個，100萬以上的超過3,300個（張翼、李培

林、陳光金，2013：215）。通過刪除重複發言用戶和選擇大V資訊源

的方法，可以提升微博用戶聚類方法的效率，減少運算規模，降低運

算成本。

除去開通微博自動關注的微博小秘書、微博客服等微博號，並刪

除重複資訊源，取粉絲關注數為10萬以上的大V資訊源4,351個，去重

後得到的資訊源3,143個。同樣處理，轉發資訊源取自用戶頁面的前

二十頁，得到轉發獨立資訊源2,888個。建立相應的鄰接矩陣：微博用

戶—關注資訊源鄰接矩陣為42行3,143列的矩陣，42為用戶數，3,143

為用戶關注的資訊源數；微博用戶—轉發鄰接矩陣為42行2,888列的

矩陣，42為用戶數，2,888為用戶轉發的資訊源數。

資訊源的處理方式可以分為：並集處理方式、交集處理方式和二

級處理方式。並集處理方式：將關注資訊源和轉發資訊源合併考慮，

作為用戶接觸的資訊源。由於關注資訊源和轉發資訊源二者存在重疊

部分，因此得到資訊源並集有4,972個。交集處理方式：分析關注資訊

源中有多少是用戶轉發的資訊源，將這部分資訊源挑選出來，得到資

訊源交集有1,059個。二級處理方式：先使用關注資訊源3,143個資訊

源進行一級聚類，然後在聚類的基礎上，使用轉發資訊源2,888個，進

行二次分類。

由於微博的設置，微博用戶可以顯現的關注資訊源只有前50頁，

雖然微博過濾掉了部分廣告資訊，但目前獲得的關注資訊源仍然是不

完整的，會帶來後續聚類分析的偏差。通過將關注資訊源和轉發資訊

源的合併處理，作為用戶的資訊源，可以有效地提高分類的準確性。

而交集處理方式，能夠更加凸顯出用戶的認知傾向。二級處理則是綜

合考慮了用戶對資訊源在關注和轉發上的不同使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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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聚類方式的區別，體現在資訊源的處理方式上，在譜聚類算

法層面，則基本上是一致的。這裡，以處理較為繁瑣的二級聚類方式

為例，給出聚類方法的操作過程。

根據式（4），規範鄰接矩陣Ag、Az，並對規範後的鄰接矩陣Ãg，Ãz

進行奇異值分解，由式（5）和式（6），得到特徵向量：

Sg
(u)＝Ug(1:2)，Sg

(v)＝Vg(1:2)，Sz
(u)＝Uz(1:2)，Sz

(v)＝Vz(1:2)

根據式（7）和式（8），得到聯合聚類指標集矩陣Zg，Zz

                  

Dug
-1/2

Sg
(u)

Dvg
-1/2

Sg
(v)Zg＝ [ ]， Duz

-1/2
Sz

(u)

Dvz
-1/2

Sz
(v)Zz＝ [ ]

對Zg和Zz進行K-means聚類，劃分用戶類別。

聚類數目的選取

如何確定最佳的聚類數目，使得k值盡可能接近真實的類別數目，

是聚類分析的重要問題。常見的方法是通過輪廓系數或肘點，作為確

定聚類數目的指標。這裏選擇肘點法，出於以下因素考慮：計算量

小、理解直觀。

首先設定聚類誤差和SSE，評估聚類效果的好壞。

SSE＝Σ k
i=1 Σp∈Ci|p−mi|

2
                               （11）

其中Ci是第 i類，p是Ci中的樣本點，mi是Ci中所有樣本的均值。

肘點法的基本思想：隨著聚類數k的增大，樣本劃分更加精細，每

類的聚合程度會逐漸提高，聚類誤差和SSE會隨之變小。當k遠小於實

際聚類數時，隨著k的增大，會大幅增加每個類別的聚合程度，故SSE

的下降幅度會很大；當k接近真實聚類數時，所得到的「邊際效用」收

益SSE會趨於平緩。k和SSE對應關係的折線圖，類似手肘的形狀，而

肘點對應的k值就接近實際聚類數。這裡將SSE的下降幅度高於10%的

臨界點位置定義為肘點，由此確定聚類的數目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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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聚類數目與聚類誤差的對應關係圖

如圖五所示，k為5的時候，聚類誤差下降幅度低於10%，因此合

理的聚類數目應為4。

實際應用中，在肘點法確定最佳聚類數目基礎上，還要考慮是否

採取二級聚類的情況。若採取二級聚類，如式（9）所示，需要將聚類數

目k因式分解為二級處理中各級聚類數目k1、k2，可將聚類值k就近調

整到便於整數分解的數值（例如4、6、8、9……等）。

聚類結果分析

確定了最佳聚類數目4，採用二級處理原則，則將每級聚類數目分

解為2。按照譜聚類方法，對42名微博用戶進行聚類分析，k值取為
2，奇異值分解後的向量Ug，Vg，Uz，Vz均取前兩列。

由式（7）計算，得到關注聚類指標集矩陣Zg

–0.01532129
–0.01532129
–0.01532129

  0.01532129
  0.00448625
–0.01347884

–0.01532129
–0.01532129
–0.01532129
–0.01532129

–0.00398617
  0.00189992
–0.00680073
  0.00166645

⋮
⋮

⋮
⋮DugSg

(u)
＝

1
2

– [ ]

聚類誤差

SSE

聚類數目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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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陣Zg的第一列值相同，表示將所有的用戶和關注資訊源劃分為

同一大類，沒有為用戶聚類提供分割的有效指標值。因此，從矩陣的

第二列數值進行聚類，由K-means聚類方法，可以將用戶分為兩類。兩

類用戶的關注資訊源，也同時得到了聚類。

觀察42名微博用戶的原始資訊，進行內容分析，可以發現：第一

類用戶關注資訊源，類型多為生活、明星、影視、娛樂類和自媒體，

而第二類用戶關注資訊源，內容集中在法律、時政和經濟類資訊。建

立的用戶—轉發矩陣，聯合譜聚類後，同樣將用戶分為兩類。組合關

注聚類和轉發聚類過程，建立用戶兩級聚類模型。二級聚類，將42名

用戶劃分為四類。

根據微博用戶已有的認證資訊和評論資訊，得到如表四所示的42

名微博用戶的用戶畫像。

表四　二級聚類的用戶畫像

類型 用戶集 用戶關注類型

1類 8, 9, 18 法律行業人士

2類 6, 27, 28 簽約自媒體、頭條文章作者

3類 1, 2, 7, 10, 15, 19, 21, 23, 25, 32, 34, 37, 38, 
39, 41, 42

明星、娛樂、體育、遊戲

4類 3, 4, 5, 11, 12, 13, 14, 16, 17, 20, 22, 24, 26,  
29, 30, 31, 33, 35, 36, 40

時政、財經、生活

分析這42名用戶的微博認證資訊，發現聚類劃分的群體能夠準確

體現出用戶間的類別差異，聚類效果是可信的。第一類用戶，關注法

律類資訊，身份是涉及到法律各部門的政法幹部、律師和網警。第二

類用戶，關注時政新聞，關注和轉發資訊數量較多，類型也較為多

元，身份為簽約自媒體和頭條文章作者。第三類用戶，是關注娛樂和

時事類資訊的年輕人，轉發的大都是娛樂新聞，佔總轉發訊息源的
87%。第四類用戶，喜歡關注和轉發財經類和時政類新聞，是教育程

度較高、30歲以上的職場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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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樣本較少，42名微博用戶身份的確定，可以採取人工標註的

方式。將用戶聚類的結果，與人工判定的分類標註，進行比對，計算

出準確率和查全率，檢驗算法的有效性。

人工標註的具體方法如下：兩名標註人員，通過閱讀42名微博用

戶的個人認證信息、發帖文本內容、關注和轉發信息源、社交關係等信

息，獨立完成微博用戶身份的確定。然後，按照劃分四類的要求，進

行用戶歸類。若出現標註和歸類中的爭議情況，則由第三名監督人員

進行協商和判定。42名微博用戶中的大部分，有較為詳盡的個人認證

信息，較難出現不易判定的情況，兩名標註人員的一致性達到95.2%。

出現爭議的有二例，均是由於用戶身份跨界，出現了劃歸到第一類還是

第二類的爭議。最後，判定為依據用戶的職業身份來進行區分。

使用「外部指標」來檢驗聚類的準確性，表五給出了僅使用關注關

係、僅使用轉發關係、關注和轉發關係並集處理、關注和轉發關係交

集處理、關注和轉發關係二級處理、關注和轉發關係混合二級處理六

種方式的聚類效果。為了便於比較，僅使用關注關係和僅使用轉發關

係的聚類數目也取為4。

表五　用戶譜聚類方法性能比較表

僅使用關注

關係

僅使用轉發

關係
並集處理 交集處理 二級處理

混合二級

處理

查準率 42.86% 28.57% 69.04% 100% 88.09% 100%

查全率 64.28% 52.38 % 83.33% 38.09% 80.95% 97.62%

比較六種處理方式的性能指標，可以發現，使用混合二級的聚類

方式，性能上表現最好。僅使用關注關係和轉發關係，聚類性能較

差。觀察聚類結果，單獨進行關注和轉發關係聚類時，大部分的用戶

會劃歸到兩類。第一類為財經類和時政類資訊源，第二類為明星、娛

樂和時尚生活類資訊源。劃歸到另外兩類的使用者數目較少，只有1–2

個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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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737個用戶的較大規模樣本中，進行聚類分析，驗證方法的有

效性。對聚類指標集矩陣Zg，採用「內部指標」評估聚類效果，具體DB

指數值參見表六。

表六　用戶譜聚類方法性能DB指數值比較表

僅使用關注

關係

僅使用轉發

關係
並集處理 交集處理 二級處理

混合二級

處理

DBI 0.003 0.002 1.53 0.38 0.27 0.18

群體數量
3,687/2,968/ 

61/21
4,860/1,828/ 

34/15
4,950/1,146/ 

457/184
3,893/2,632/ 

485/127
2,693/2,133/ 
1,292/619

3,596/2,049/ 
694/398

如表六所示，僅使用關注關係和轉發關係的DBI值最低，理論上性

能最好，但觀察聚類結果，發現這種聚類性能的提升，實際是以劃分不

平衡為代價的。微博用戶被主要劃歸到時政和娛樂兩類群體，另外兩類

群體數目非常少，只有10–60個。結合DB指數值和聚類群體規模來

看，混合二級仍然具有性能優勢，是可以進行實際推廣的聚類方法。

真實的微博用戶中，存在機器人使用者、純資訊轉發使用者等異

常情況。微博用戶聚類，可以有效識別機器人用戶、重複發帖使用者

等情況。對於真實聚類結構為m的情況，k = m + 2就可以得到較好的

聚類效果。但對原有的二級聚類法群體結構改變不大。再繼續增加k

值，只會在原有的聚類群體中不斷分化出零散邊緣個體，但不會影響

聚類的總體結構。

研究結論與未來發展

本文提出了一種基於用戶認知差異的微博用戶聚類方法。該方法

不依賴微博用戶屬性和文本內容，而是根據微博用戶認知反映到媒介

選擇和信息處理上的不同，完成用戶群體的劃分。實例證明，該微博

用戶的聚類方法是可行和有效的，且具備較好的穩定性。

作為社交媒體用戶群體的劃分工具，該方法建立的關注、轉發二

級資訊傳播聚類機制，能夠有效發現不同認知傾向的社團組織。這種

微博用戶聚類方法，將龐雜的社交網絡中的受眾與資訊源，統一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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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資訊傳播維度中進行分析，可以更為全面和準確地理解資訊在網絡

中的傳播機制。

本研究採取混合二級聚類方法機制，將關注信息源和轉發信息源

的並集作為一級聚類數據源，將關注信息源和轉發信息源的交集作為

二級聚類數據源。這種聚類方法，由於數據利用較為充分，且兼顧了

兩種不同認知和傳播行為，能夠更好描述用戶的資訊使用行為，在性

能上表現最好。

目前對大規模的微博用戶進行聚類，從聚類結果來看，微博用戶

群體基本保持了關注時政和娛樂的二元結構。由於二元結構的用戶體

量太大，直接增加聚類數目，也難以實現用戶群體的細顆粒度的劃

分。因此，聚類方法可在初步二元聚類的基礎上，再針對每個群體各

自進行細化，能夠較好地實現基於認知屬性的用戶劃分。

下一步的研究，考慮從數據樣本的代表性、聚類方法的準確性和

算法的效率等方面，對聚類方法進行改進。目前研究中的用戶樣本的

選取，盡可能考慮了抽取樣本的均衡性，但聚類方法仍需在更大規模

用戶中得到檢驗。未來的研究可考慮將微博用戶進行分層抽樣，檢驗

聚類方法的有效性。現有的聚類方法還面臨數據遺漏和噪聲數據干擾

的挑戰：數據受到樣本抓取環境的限制，新浪微博上顯示的關注和評

論僅能顯示前20或50頁的內容。當用戶關注數目或評論數目超過這一

上限，會導致部分數據遺漏的問題；實際微博環境中，在用戶不知情

的情況下，關注和轉發的信息源中經常會出現機器人用戶或者新浪微

博自行添加的博主。這些虛假信息的噪聲數據，會影響聚類的效果。

未來的研究可考慮在聯合譜聚類的處理基礎上，結合微博用戶的個人

認證信息、傳播行為、微博文本，進一步提高聚類準確度。目前的聚

類方法由於涉及到矩陣的乘法運算，計算複雜度較高，而隨著聚類用

戶數量的增加，用戶關注和轉發的資訊源數量會成指數級地增長，因

此聚類方法的效率還面臨大樣本的挑戰。聚類方法的改進，將考慮使

用並行算法的大數據技術，提高算法的效率。

未來研究可以考慮將這種聚類方法應用到網絡議程設置的研究領

域。2011年，郭蕾和麥庫姆斯（McCombs）借鑒了網絡科學的理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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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提出了網絡議程設置理論，以應對新媒體傳播環境對經典的議程

設置理論的挑戰（Guo & McCombs, 2011）。在新媒體環境下，媒介難

以準確掌握受眾的基本情況，進行用戶分析，評估傳播效果。論文提

出的微博用戶聚類方法在對用戶聚類的同時，對用戶群體關注、轉發

的資訊源也進行了劃分，為網絡議程設置理論的實證分析，構造了具

體的分析環境。

「湯蘭蘭事件」話題的傳播時間跨度長，與公共話題通常7–10天的

傳播週期相比，「湯蘭蘭事件」在社交媒體的傳播歷經三個階段，時間

跨度長達六個月。在對微博用戶完成聚類後，後續研究將納入時間維

度，在動態資訊環境下，觀察用戶群體結構的演化情況，獲取社交網

絡的動力學特徵。後續研究可考慮在網絡議程設置研究領域應用該方

法，分析受眾的認知和觀點是否發生了改變，會受到哪些因素的影

響，評估議程設置效果。

當前的聚類方法是通過抓取的微博用戶數據，來推測用戶的認

知。未來的研究可考慮在大數據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問卷調查、訪談

等社會調查的方式，進行大小數據的混合分析，在個體層面對用戶認

知和動機進行合理的解釋，指導用戶聚類方法的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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